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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創新」本身是一個極為正面且吸引人的名詞，因此往往令人不敢明目張膽地

對它說「不」。但由於創新大多伴隨高度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因此，一個人是否真

的願意以開放及接納的態度來面對創新，其實存在極大的差異；而其中造成此差異

的關鍵則可能源於個人的「風險承受度」及組織的「激勵措施」。「創新」這個議題

雖然在過去已有研究討論，但多半仍以私部門為主，僅近年來開始出現部分以公部

門為背景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希望從個人風險特質的角度及組織激勵措施等面

向，探討我國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並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分析架構，提

供實證資料。 

本研究依據我國公務人員性別及官等之分布，分層隨機抽樣發放 1,130 份問

卷，回收 75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67.1%。本研究同時採用「量表式問項」及「情

境式問項」來測量創新意願，除可改善一般「問卷題目與現實情境脫離」的限制，

也可降低填答問卷時「符合社會期待」的問題，具有重複驗證的效果。研究結果發

現，在量表式問項中，個人風險特質、主觀規範、自我效能、促進條件及非財務福

利激勵措施等變項，對公務人員之創新意願皆有正向影響；但在情境式問項中，則

僅有個人風險特質與知覺行為控制中的自我效能，對公務人員創新意願有顯著推

力。本研究認為情境題的設計更能符合公務人員在工作時可能面臨的決策情況，決

策時所須考量的因素更加多元，因此會比傳統量表式的測量來得更加具體，效度也

較佳。除此之外，結果顯示「個人特質」對於創新意願及行為的提升與解釋力，比

「組織層次的變項」更加有效；亦即，政府組織除了應創造有利於創新的工作環境

與氛圍外，更應該在創新任務分工與指派前，明確辨識出具創新及風險承擔特質的

公務人員，並且充分授權與訓練，使其更有能力、信心與勇氣去從事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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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創新（innovation）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組織必須保有危機意識，

不斷地針對產品、服務或是作業流程等各方面進行創新，精進產品及服務的提供方

式和內容，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在變動劇烈的環境中站穩一席之地。然而，公部

門的環境並不利於創新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公部門往往具有以下特點：首先，由

於媒體與社會大眾總是對政府「出包」的事件有著更大的興趣，因此導致政府多半

要求行事上必須確保正當程序，謹遵依法行政的要求，以防範各種弊端與錯誤的發

生。然而，這些以「防弊」為目的的程序與規範，也往往成為抑制創新的主要因素。

再者，在公部門的環境中，「失敗帶來的懲罰」往往比「成功帶來的獎勵」來得巨

大，這種「不對稱的激勵措施（asymmetric incentive）」及缺乏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的特性，也往往讓深諳「明哲保身之道」的公務人員喪失了積極創新的動

力。除此之外，公部門工作性質較屬「常規性（routine）」、工作本身具有「永業制

（tenure system）」保障等特性，也對政府創新帶來「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的效果，讓非常有創意的個人較不會將投身公部門服務做為生涯規劃的首要選擇，

逐漸形成一種惡性循環（Borins, 2001），導致公部門的創新能量趕不上環境競爭激

烈的私部門。 

然而，有趣的是，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近幾年在服務上的創新成果其實

已大量湧現，但在一個整體創新條件不佳的環境中，究竟什麼因素可以讓一個人勇

於創新？綜觀過去與創新行為有關的研究多屬私部門的研究範疇，公部門的研究較

為稀少（曾冠球，2015），從個體層次進行探討的研究則更加少見（李仲彬，2018），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填補這塊文獻缺口。 

檢閱過去文獻，影響組織成員創新行為的因素，大致上可分為內在人格特質以

及外在組織環境影響（Anderson & Gasteiger, 2008; Amabile, 1997）。在人格特質的

部分，創造力人格特質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連結十分緊密，許多研究上已獲得了證實

（Goldsmith, 1984）。惟在眾多創造力人格特質中，「個人風險特質」卻僅有少部分

文獻曾有著墨（Dong & Bozeman, 2014）。由於創新行為大多具有風險與不確定性

的特性，故個人風險特質的影響力將更為直接，再加上公部門永業制的組織設計以

及自我選擇機制的存在，容易吸引到「追求穩定工作、創新意願低的人」進入公部

門服務（Dong, 2017），也因此公部門易被形塑出較為保守的組織文化，導致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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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易的問題。由此可知，相較於其他人格特質，個人看待風險的態度對於創新

之意願及行為的影響將更為明顯，故本研究在人格特質上特別著重於從「個人風險

特質」的角度，探討對創新意願的影響。 

檢視國內目前在創新行為的實證研究上，僅李仲彬（2018）的研究曾同時探討

內在人格特質以及外在組織環境對創新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希望能進一步運用

Ajzen（1991）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架構，從可能影響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

的各項因素中，選擇「個人風險特質」、「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以及「組織

激勵措施」等因素作為焦點，進行分析與討論，期望對公部門組織創新此一主題有

所貢獻。 

貳、文獻探討 

以下文獻回顧，除了說明創新與創新行為之內涵、計畫行為理論之外，也將介

紹其他會影響創新行為內在與外在因素。 

一、創新與創新行為之內涵 

創新，有廣義與狹義的定義。就廣義上而言，當一個觀念、做法或事物被接收

端的某個人或某個團體認可為「新的」時，這項觀念、做法或事物就是一種創新。

換言之，只要採用者主觀認定是「新的」，則該項觀念、做法或事物就是一種創新

（唐錦超 譯，2006；Damanpour, 1991）。狹義的觀點，則認為創新不能只是停留

在新想法這個階段，必須要將這個新想法加以實現，轉變為實際的做法或實體，且

與過去有實質的不同，才可稱作為創新（Barnett, 1953; Robertson, 1967; Walker, 

2006）。 

「創新行為」是指個人行動致力於將新穎且有用的想法、流程、產品等，導入

及應用至組織的任何一個層級（如個人、團體、組織）之中，藉以改善其效率及效

能（Kleysen & Street, 2001; Jong & Hartog, 2010）。而「創新工作行為（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IWB）」則是指「個體產生可以使個體、團體或組織受益的新且有用

想法的行為」，此種定義也凸顯出個人的創造力是 IWB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但於

此同時，IWB 也包含實際在組織中的推廣與實行。Scott 與 Bruce（1994）承襲了

Kanter（1988）的觀點，認為創新行為是一個多階段的歷程，主張在不同的階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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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個人行為，並以此發展出創新行為的量表。在第一階段，組織中的個人會

認知到問題的存在，並嘗試思考解決之道，提出新穎且可行的構想。第二階段，則

會開始尋求他人對該創新構想的支持，甚至會企圖建立一個支持者聯盟，期望能使

創新構想被採納。最後階段，則是將該創新構想轉變為實際的原型，建立出創新的

模式。Janssen（2000）認為創新行為應包含三個構面，分別為創新構想的產生（idea 

generation）、創新構想的提倡（ idea promotion）以及創新構想的實現（ idea 

realization）。 

除了三個構面的分法外，後續研究開始有其他學者對創新行為的構面提出了不

同的分類法。Jong與Hartog（2010）發現想法的探索以及想法的產生，是仰賴不同

的認知能力才可達到的行為，而這兩種行為的影響因素也不相同。因此，他們特別

區分出了「創新構想的探索」，將創新行為共分為四個構面，分別為創新構想的探

索（idea exploration）、創新構想的產生（idea generation）、創新構想的擁護（idea 

championing）以及創新構想的執行（idea implementation）。在本研究後續的概念測

量上，主要即是參考 Jong與 Hartog（2010）所發展之問卷題項。 

二、計畫行為理論 

Ajzen（1991）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係由

理性行為理論衍生而來。但由於理性行為理論認為個人的行為完全是出自於自主控

制，並未考量客觀外在環境與個人能力等非個人之因素，因此 Ajzen特別加入「知

覺行為控制」，修正了原先的理性行為理論，其模式則稱之為「計畫行為理論」。計

畫行為理論之模型如圖 1所示，以下分別詳述 TPB各變項之內容。 

 

 

 

 

 

 

圖 1  計畫行為理論模型（Ajze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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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態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態度是指個人對特定行為所抱持的看法，包含正面及負面的評價。態度是由個

人對採取特定行為所可能導致結果的「信念（belief）」以及對這些結果的「主觀評

價（evaluation）」的乘積所構成。當一個人認為採取特定行為很可能產生某特定結

果，而他認為此特定結果是好的，則他對此行為的態度便會傾向正面，而當個人對

此行為的態度愈正面，其行為意願就愈高、越有可能產生該行為，反之則愈低。換

言之，個體如果對從事創新行為的態度十分正向且喜愛，也就較容易產生創新的意

願。 

（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規範指的是個人在决定是否從事某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反映

出了重要的參考對象對個人行為決策的影響力，如家人、朋友、同儕等。其是由「規

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 n）」與「依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 m）」之乘積和

所構成。規範信念是指重要的參考對象對個人從事特定行為的看法；依從動機則是

指個人是否願意遵從重要他人或團體期望的程度。此理論認為當個人感受較高的社

會壓力支持其去從事特定行為時，其從事該行為的意願就越高。 

（三）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知覺行為控制則是指個人認為從事某特定行為時的難易程度，涉及了個體從事

該行為所擁有資源與機會的多寡（Ajzen, 1991; Ajzen & Madden, 1986）。知覺行為

控制是由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 c）與知覺強度（perceived power, p）的乘積和所

構成。控制信念是指個人對自己擁有從事該行為所需的資源、機會或阻礙多寡的認

知；知覺強度是指個人認為這些資源、機會或阻礙對其從事該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程

度（Ajzen, 2002）。例如，當一個人缺乏登山的知識和技巧從事登山的活動，而這

些知識和技巧對他是否能夠登山有很大的影響，則他將會視此為阻礙，進而影響其

從事登山的意願。一般而言，當個人認為擁有的資源和機會愈豐富，所預期的阻礙

就愈少，其知覺行為控制就愈強。 

本研究根據 Taylor 與 Todd（1995）的主張，將其解構為個人內在因素的自我

效能（self-efficacy），以及外在因素的促進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進行後續的

研究。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對採取該行為所需能力的自信程度；促進條件是指個人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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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執行該行為所需資源或機會的多寡。 

值得注意的是，知覺行為控制可透過兩種途徑來影響行為，除了透過「行為意

願」影響「行為」外，也可以直接影響「行為」，但前提是當行為幾乎不在意志控

制（volitional control）之下，或是當知覺行為控制有一定程度的準確性，足以反映

出現實際情境中的實際控制（actual control）時，才可以不以「行為意願」為中介，

直接影響「行為」（Ajzen & Madden, 1986），這解釋了個人經常會有行為意願，但

卻不一定會採取行動的原因，尚需考量個人的內外在因素，才能判斷個人是否會採

取行為。 

三、創新工作行為之影響因素 

過去對於創新工作行為（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IWB）的探討較多來自於企

業管理的研究，Bos-Nehles、Renkema以及 Janssen等人（2017）就認為人員在創新

上的行為，是可以透過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的措施加以激發，他們檢閱了二十多篇與創新工作行為相關的文章，發現影響 IWB

的因素可區分為三大面向，分別是：強化工作能力（透過培訓與發展）、強化動力

（透過獎勵與提供工作保障）、強化工作機會（自主性、工作設計、時間壓力）。 

首先，就「強化工作能力」而言，組織可以透過「培訓與發展」來增加員工知

識、技能與能力，然後再利用這些做法來促進 IWB（Pratoom & Savatsomboon, 

2012）。然而，Bysted和 Jespersen（2014）認為，相同的做法在公部門與私部門中

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他們認為由於公部門員工本身的教育程度比私部門員工來的

高，同時公部門整體的限制較多，因此，培訓與發展的效果對公部門的員工產生創

新工作行為的效果較小。 

在「強化動力」方面，可分成提供獎勵與確保工作穩定兩者。在獎勵方面，目

前已被證明提供獎勵會影響員工 IWB 的程度，不過其中的效果是正是負，不同研

究卻得到迥異的結論。有些研究認為組織提供獎勵與形成 IWB之間存在負向關係，

例如Ramamoorthy等人（2005）發現財務獎勵與間接財務獎勵（如健保）會降低員

工的 IWB動機；不過，也有些人發現，當員工將 IWB視為額外角色行為時，則會

因為「期待額外的表現可以獲得額外的獎勵」而付出更多的努力（Zhang & Begley, 

2011）。至於對公部門員工來說，IWB經常是被視作具有一定風險的，因此需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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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下提供明確的指示來告訴員工可以做或不能做（Bysted & Jespersen, 2014）。除

此之外，給予工作保障與 IWB 亦存在著正向的關係，員工會以努力工作、創新來

換取工作上的保障，會用更好的表現來降低被裁員的風險（Bommer & Jalajas, 

1999）。但上述的情況僅容易出現在實行「契約制（at-will system）」的私人企業中；

在公部門中，由於工作本身已存在「永業制（tenure system）」的保障，創新工作行

為往往較不會受到工作保障的影響。但相反地，在公部門中追求高度的創新，反而

可能會因為「創新不成功」而遭受「懲罰」或「無獎勵」，反而不利於驅使組織成

員積極創新。 

在「強化工作機會」方面，包括自主性、工作複雜度、時間壓力及回饋。工作

自主性指的是「員工執行工作任務時的獨立程度」，研究發現工作自主性最常與

IWB 產生直接的影響，且正向相關。當員工越能夠獨立決定其工作方式，其展現

創新行為的可能性也越高（Bysted & Hansen, 2015; Fernandez & Moldogaziev, 

2012）。此種「心理賦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的做法能夠其讓員工相信

自己對工作有更多的控制權，進而樂於承擔更多責任。許多研究都已經發現，「賦

權（empowerment）」將可有效提高員工的內在動機，並進一步引發他們積極的創

新行為（Fernandez & Moldogaziev, 2012; Abstein & Spieth, 2014; Ohly et al., 2006）。

另外，工作複雜度也會影響創造力。Spiegelaere等人（2012）透過比較白領及藍領

的工作複雜度與創新工作行為上的關係後發現，具挑戰性的任務對於激發工作上的

創新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同時，當工作負荷量較重（但尚在合理、可達成的程度）

及有完成的時間壓力時，員工也較會發揮創新能力，嘗試新方法來降低工作效率低

落的問題。最後，給予員工回饋的機會，也是影響創新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於

員工可以藉此了解自身任務及績效表現之狀況，讓組織規範更加合理，在員工間產

生激勵效果，增強他們的工作信心，降低面對創新改變時的抗拒程度（Battistelli et 

al., 2011; Knol & van Linge, 2009）。 

除此之外，根據Woodman、Sawyer與 Griffin（1993）所提出的組織創造力互

動模型（interactionist models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以及 Amabile（1997）的

組織創造力與創新成分理論（The Componential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可以了解整個組織的創新，不僅須要仰賴組織成員個人本身的創

造力，如個人風險特質，尚須考量組織工作環境對組織成員的影響，如組織中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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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措施。以下再分別介紹這兩項變項之內涵。 

（一）個人風險特質 

個人風險特質（risk propensity），又稱為風險偏好。關於風險偏好的定義，

Litwin 與 Stringer（1968）認為是指一個人於其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挑戰性與冒險性

的程度，藉以判斷組織特性是偏重於勇於冒險，抑或是安全保守。換言之，從個體

的角度而言，風險偏好亦可指一個人具有勇於冒險或接受挑戰的程度高低。吳秉恩

（1986）則認為風險偏好是指個人承擔風險的意願。Robbins（1998）則表示風險

偏好是每個人對於碰運氣這件事各自有不同的意願，並認為不同性質的工作，有其

相對適合的風險偏好者，如證券商操盤手適合高風險偏好者。 

依照人們對風險偏好的程度不同，其所採取之行為大致上可分為三類：冒風險

的行為（risk taking behavior）、風險中立的行為（risk neutral behavior）與迴避風險

的行為（risk aversive behavior）（宋明哲，2001）。在這樣的分類下，可進一步將人

們區分為「風險愛好者（risk-taker）」、「風險中立者」與「風險趨避者（risk-avoider）」。

風險愛好者通常會願意承擔較高的風險，以獲取更大的利益，行事態度較為積極；

風險中立者對風險並無好惡，介於兩者之間，只求降低風險但不強調要降至零風

險；風險趨避者對風險的偏好程度較低，寧可獲取較少的利潤，也不願意冒較大的

風險，行事態度較為保守。 

根據過去的研究，個體對於風險偏好的程度對於其行為決策上會有所影響。在

行業選擇上，Dong（2017）發現自我選擇機制（self-select mechanism）會指引著

個人的行業選擇，由於風險趨避者具有喜歡穩定的特質，故比起風險愛好者，其較

容易選擇投入也同樣具有穩定性質的政府機構服務。而 Buurman、Delfgaauw、Dur

與 Van den Bossche（2012）也在其研究中證實了公務人員確實比起私部門員工更

具有厭惡風險的特質。在消費行為上，個人風險特質高者較可能於網路上購物，個

人風險特質低者則較少於網路上購物，會較傾向於實體店面購物（Jiuan Tan, 

1999）。在志願行為上，研究發現個體的風險傾向是志願行為的重要預測因子，風

險愛好者比起風險趨避者更有可能從事志願行為，且前者一旦投入志願行為，往往

比後者更為頻繁地進行志願行為（Dong, 2015）。就創新接受的部分而言，Roger

認為具有冒險精神、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的人，也就是風險愛好者，較容易成為創

新的先驅者或是早期的接受者（唐錦超 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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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者之說法，本研究認為個人風險特質即是指個人對風險承擔的意願

程度。另外，由於創新通常意謂著過去從未經歷過，具備了不確定性的特質，研究

中若僅探討個人對創新行為的喜歡與否，並不能精準地傳遞出風險特質對個人從事

創新行為意願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個人風險特質」取代計畫行為理論中原有

「態度」之概念。 

（二）激勵措施 

Miao、Newman、Schwarz以及 Cooper（2018）認為，對公務員來說，根據法

規規定來行事要比被鼓勵去創新來得重要，但由於公共政策及外環境的需要，在公

部門中創新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當他們看到組織設置獎勵措施或是看到管理者

帶頭創新時，將代表組織釋出一種組織鼓勵創新、試圖創造創新氛圍的訊息，能夠

有效地讓部屬加以效仿與追隨。一般而言，組織為了達到目標，會設計各式各樣的

激勵措施滿足組織成員的需求，以促使他們能更有動力地為組織目標努力。過去研

究對於激勵措施的分類十分多元且不盡相同。Armstrong（1999）將激勵分為內在

激勵（intrinsic motivation）及外在激勵（extrinsic motivation）。前者是指人們基於

自身所產生的因素而去從事某特定行動，這些因素通常是由工作中所感受的內在精

神需求，包括了責任感、工作自主權、有趣及有挑戰性的工作等；後者則是指人們

是基於外在因素驅使而去從事某特定行為，包括了加薪、獎金等報酬以及減薪、批

評等處罰。Robbins（1978）同樣將激勵分為內在激勵與外在激勵，但將外在激勵

又細分為直接報酬、間接報酬與非財務性報酬。薪資、績效獎金、利潤分享等屬於

直接報酬；保險、帶薪休假、退休金計畫等各種福利則屬於間接報酬；非財務性報

酬則是指與工作職務相關的各種權限上的安排，依每個人的需求會有所不同，如辦

公室擺設、配有自己的秘書、彈性的午休時間、專屬停車位等。 

除此之外，其他學者也有不同的分類方式。Greenberg 與 Liebman（1990）依

照滿足的需求層次，而將激勵措施分為物質型（如各種金錢性之報酬等）、社會型

（如表揚、記功嘉獎等）及活動型（如教育訓練、競賽等）等三大類，分別滿足生

存需求、社會與尊重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李娸維、高瑞新、廖翊雅、劉文宏等人

（2010：105）依其研究需要，將激勵措施分為薪資福利制度、非財務福利制度與

升遷及表揚制度等三大類型。薪資福利制度泛指各種財務性的報酬，包含員工之薪

資及各項有形福利，如獎金、津貼等金錢性之報酬；非財務福利制度，顧名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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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非金錢性報酬，如參與決策權、旅遊、工作輪調、休假與出差機會等制度；升

遷及表揚制度是指較偏向內在精神層面之報酬，如記功嘉獎、公開表揚及升遷等，

可滿足個人工作成就感和自我成長的需求。綜合上述，激勵措施即是指激發組織成

員充滿幹勁的刺激性因素。其基本上是從內在或外在，以及物質或精神等角度著眼

進行分類。而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選擇採用李娸維等人（2010：105）的分類方

式，進行激勵措施之測量。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是以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並參考計畫行為理論之架構，探討各個變項

之間的關係。並依據文獻回顧及過往研究成果建立研究架構，如圖 2所示。本研究

使用之變項之測量與操作化的過程，請詳見附錄一。 

 

 

 

 

 

 

 

 

 

 

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過往實證研究結果以及前述之研究架構圖，提出以下假設： 

（一）個人風險特質與創新意願 

Kirton（1976）曾將人格特質分為兩種類型：調適型（adaptor）及創新型

（innovator），前者較習慣接受組織的規範，傾向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是組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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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力量；後者則較傾向突破現有典範，尋求新的解決方法，是組織改革創新的

能量。其所發展出之量表稱為「KAI量表（Kirton Adaptation Innovation inventory）」

內容涵蓋原創性（originality）、效率性（efficiency）、規範性（conformity）三大部

分，用以測量一個人的人格傾向，測量分數愈低，表示愈傾向係調適型人格，反之，

則傾向創新型人格。經實證研究顯示，KAI量表的分數與風險承擔是呈現正相關的

（Goldsmith, 1984），亦即越接近創新型人格特質者，越具備風險承擔的特質、越

可能較會從事創新行為。蘇敬勤、林海芬（2011）則於研究驗證出當管理者的風險

傾向性愈高，其對管理創新的意願會愈強。因此，可推論當個人有較高的風險承受

度時，會較有意願去從事創新行為。故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設： 

H1：公務人員風險承受度越高，其創新意願越高。 

（二）主觀規範與創新意願 

根據 Ajzen（1991）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主觀規範的定義為個人在决定是

否從事某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反映出了重要他人或團體對個人行為決

策的影響力。Madjar、Oldham與 Pratt（2002）發現當組織成員獲得越多來自主管

和同事對創新的支持，組織成員在創新上會有更好的表現。因此，可推論當組織成

員所感知到來自組織對創新的支持越大，其越有意願從事創新行為。故本研究建立

以下假設： 

H2：公務人員感受到來自組織的推動力越大，其創新意願越高。 

（三）知覺行為控制與創新意願 

以下將知覺行為控制分為自我效能與促進條件兩個層面進行說明。自我效能意

指個人對於其是否有能力從事特定行為的信心程度。自我效能會影響個人的行動決

策、付出多少努力、願意持續多久與面對困難時的態度等（Bandura, 1982）。由於

創新行為多半伴隨著風險與困難，自我效能較低者可能會感到焦慮與恐懼，並選擇

逃避；而自我效能較高者則較能勇於面對挑戰，並付出更多努力，堅持到底，也因

此較有可能產生創新行為。在實證研究方面，也確實發現自我效能愈高的員工，愈

會積極表現出創新行為（Tierney & Farmer, 2002; Yu & Chen, 2016; 黃家齊、黃荷

婷，2006；蔡啟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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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促進條件則是指個人擁有執行該行為所需資源或機會的多寡。根據

Ajzen（1991）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個人若要從事某一行為經常會受到資源與

機會多寡之影響，如時間、經費預算、人力資源、科技設備等。一般而言，當個人

認為擁有的資源和機會愈豐富，所預期的阻礙就愈少，其知覺行為控制就愈強。綜

合上述，可推論當組織成員對其能力越有信心，且擁有的資源和機會越豐富，其越

有意願從事創新行為。 

H3：公務人員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其創新意願越高。 

（四）激勵措施與創新意願 

Ederer與Manso（2013）發現，倘若組織具有能容忍早期失敗和獎勵長期成就

的激勵制度，將有利於創新行為的產生。而許順旺、嚴雯聖、黃韶顏、林鈺琪等人

（2017）針對私部門員工進行研究，發現對員工之激勵與其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的

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研究亦發現，對於具內在動機的人，若使用獎勵

或工作穩定等方式來鼓勵創新行為，有時反而會造成反效果（Fernandez & 

Moldogaziev, 2012），過度地將個體的表現與外在的獎勵措施做緊密連結，也可能

抑制個體的創新行為（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不過，在公私部門之比

較研究中也發現，獎勵措施對於對公部門員工的效果要比對私部門員工來得顯著，

原因可能在於公職人員會將工作創新行為視為一種角色外的行為（extra-role 

behavior），因此當組織提供獎勵時，即表示組織有指示或期待員工進行創新，因此

就可能被鼓勵從事創新。基於前述兩種正反並存之論述，本研究認為此項因果關係

相當符合「競爭性假設（competing hypothesis）」的情況，實際結果可能會根據不

同研究對象或不同研究環境而呈現不同的樣貌。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兩種假設： 

H4：組織採取的激勵措施越多，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越高。 

H4：組織採取的激勵措施越多，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越低。 

（五）知覺行為控制與創新行為 

根據 Ajzen（1991）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當預測之行為不是完全處在個人

意志控制之下時，除了意願之外，知覺行為控制也可直接影響行為。表示行為的執

行，不單單只是由意願所決定，也應考量個人對於行為是否有足夠的控制程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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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了個人經常會有行為意願，但卻不一定會採取行動的原因。換言之，當個人知

覺行為控制越低時，就越會抑制行為的產生。故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設： 

H5：公務人員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其創新行為出現的頻率越高。 

（六）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 

在計畫行為理論中，意願是重要的行為預測變項，是個人是否有所行動的心理

過程。而在實證研究的部分，亦有許多研究驗證出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間具有正向

顯著水準（Choi, 2004）。故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設： 

H6：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越高，其創新行為出現的頻率越高。 

針對「創新意願」此一變項，本研究同時採取「一般量表式（question sets）」

之問題及「情境技術式（vignette technique）」之問題加以測量。主要原因在於，針

對信念、價值、規範及行為等面向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會面臨到

測量效度的質疑與挑戰。這些挑戰不僅是測量本身的技術問題，也攸關測量內容是

否被簡化的質疑，因為前述那些概念及面向往往同時會受到哲學邏輯、文化環境、

社會結構、及情境等複雜因素的影響（Finch, 1987）。傳統上，在測量信念、價值

或行為時，經常使用一般量表式的題目來衡量，這種方式雖然簡單，但卻往往因為

沒有與實際情況連結，容易使人用「這樣回答比較合理」而非「我到底會怎麼做」

的角度來填答問卷，亦即容易出現符合「社會期待（social desirability）」的答案。 

而情境式的問法，則改善了前述「與現實抽離」的問題，可以有效舒緩受試者

的道德困境，降低以符合社會期待的方式填答問卷的情況。同時，情境式問法也具

備類似開放式問項（open-ended question）的特性，讓回答更具多樣性及特殊性；

但於此同時，情境式問法也能夠兼顧封閉式問項（close-ended question）能夠針對

不同回應者之差異進行比較的優點（Atzmüller & Steiner, 2010; Finch, 1987）。除此

之外，採用情境題的方式來測量，亦能夠降低填答者給予「一致性回應」的可能。

傳統一般量表式的問題，大都相當制式化，答案通常都是李克特量表類型的答案，

當問卷較長、且受試者分心時，很容易出現從頭到尾皆勾選同一答案的情況。情境

題的設計將能夠讓受試者暫時停下、重新開始、整理思緒後再做出回應。故本研究

同時設計兩種對創新意願的測量方式，希望能夠比較兩者之差異，並且避免僅呈現

其中一種測量方法所可能帶來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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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與樣本特性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是來自於第四期「台灣文官調查（Taiwan Government 

Bureaucrat Survey, TGBS-Ⅳ）中的第二波調查。TGBS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

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所進行的長期性且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針

對文官的資料庫，以幫助未來台灣的行政改革能建立在「循證（evidence-based）」

的基礎之上，對實務界的發展做出貢獻。從2008年開始至今，TGBS共已實施了四

次，且每次調查的議題皆有所不同。第四期的文官調查，分為兩波進行，第一波調

查於2016年進行，第二波調查則於2017年進行。 

本研究之母體為我國一般行政機關文官，抽樣底冊為全國公務人力資料庫。本

研究先排除公營事業、衛生醫療機構、公立學校、軍警人員與約聘雇人員後，再根

據中央、地方政府層級、性別及官等進行分層隨機抽樣。第一波調查抽樣後取得了

1,998份樣本進行電話約訪，最後成功回收了1,023份樣本，扣除15份無效樣本後，

有效樣本共 1,008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50.5%。而第二波文官調查樣本係根據

2016 年第一波調查之成功樣本接續約訪，同時依據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提供的公

務人員比例，進行樣本補充。 

第二波文官調查研究於 2017年 6月至 2017年 10月進行調查，實際電話約訪

1,130位文官，同意接受調查的受訪者共計 848位，最終成功填答完整資料者共計

758份，有效回收率為 67.1%，樣本結構如表 1所示。此外，在成功的 758份樣本

當中，有 602筆是第一波調查已完成填答、並於第二波調查再次答應繼續受訪的樣

本。 

表 1  母體、樣本結構表 

 
全國公務人員 

TGBS-IV第二波調查 

回收樣本* 

官等 性別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委任 
男 20,160 14.14% 108 14.25% 

女 28,009 19.64% 174 22.96% 

薦任 
男 42,354 29.71% 220 29.02% 

女 44,477 31.19% 223 29.42% 

簡任 
男 5,251 3.68% 22 2.90% 

女 2,327 1.63% 11 1.45% 

總計 142,578 100% 758 100% 

*經檢定，第二波調查回收樣本與全國公務人員母體，在性別及官等上無顯著差異（p=0.26）。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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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基本資料之分布情形，如表 2所示。在性別方面，男性有350位（46.2%），

女性有408位（53.8%）。年齡分布的狀況以31-40歲者為多數，共 346位（46.4%），

其次為41-50歲者有157位（21.0%），而30歲以下者有135位（18.1%），51-60歲

者有 98位（13.1%），61歲以上者為最少數僅有10位（1.3%）。教育程度方面，以

學士為多數，共 426位（56.2%），其次則為碩士有 245位（32.3%），專科有 66位

（8.7%），博士與高中、職（含）以下為最少數，分別是 11位（1.5%）及 10位（1.3%）。

官等的分布狀況，以薦任為最多，有 450位（59.4%），委任次之，有 276位（36.5%），

簡任人數最少，有 31位（4.1%）。在公部門服務總年資的部分，5年以下者占最多

數，有 398位（52.8%），其次為 6-10年者有 169位（22.4%），21-25年者有 64位

（8.5%），31年以上為最少數，有 20位（2.7%）。 

表 2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變項 類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性 350 46.2% 

女性 408 53.8% 

總和 758 100.0% 

年齡 30歲以下 135 18.1% 

31-40歲 346 46.4% 

41-50歲 157 21.0% 

51-60歲 98 13.1% 

61歲以上 10 1.3% 

遺漏值 12 -- 

總和 758 100.0% 

教育程度 高中、職（含）以下 10 1.3% 

專科 66 8.7% 

學士 426 56.2% 

碩士 245 32.3% 

博士 11 1.5% 

總和 758 100.0% 

官等 委任 276 36.5% 

薦任 450 59.4% 

簡任 31 4.1% 

遺漏值 1 -- 

總和 75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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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續） 

變項 類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公部門服務總年資 5年以下 398 52.8% 

6-10年 169 22.4% 

11-15年 38 5.0% 

16-20年 41 5.4% 

21-25年 64 8.5% 

26-30年 24 3.2% 

31年以上 20 2.7% 

遺漏 4 -- 

總和 758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分析與討論 

本節先針對變項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最後再進行路徑分析，共包含了兩次階

層迴歸分析。 

一、信度與效度分析 

在信度分析的部分，本研究以 Cronbach’s Alpha值檢測構面的內在一致性，並

以 0.7為信度標準。根據表 3，主觀規範、自我效能、促進條件、創新意願與創新

行為，其 Cronbach’s Alpha值分別為 0.844、0.612、0.714、0.829、0.846。雖然自

我效能未能達到 0.7 的信度標準，但介於 0.5與 0.7 之間，達可接受範圍，其他變

項則皆大於 0.7，表示本研究使用的問卷題目之信度良好。 

表 3  信度分析結果 

變項 衡量題數 Cronbach’s Alpha值 

主觀規範 3 0.844 

自我效能 4 0.612 

促進條件 4 0.714 

創新意願 5 0.829 

創新行為 4 0.846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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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分析部分，本研究利用因素分析來檢測構面的建構效度，來了解題項是否

適合納入構面進行研究。其中，主觀規範、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這三個變項之分析

結果符合預期，主觀規範、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皆只呈現單一因素；而知覺行為控

制則可萃取出兩個因素，因素一為自我效能，因素二為促進條件，然經檢視，原先

歸類在自我效能的一道題目，由於因素負荷量低於 0.4，故決定將其排除（詳請見

附錄三）。 

二、路徑分析 

本研究利用路徑分析來檢驗研究架構中各變項之因果關係。分析上，將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等及公部門服務總年資作為控制變項。接下來，以兩階層迴歸

分析與情境題進行討論。第一次階層迴歸以計畫行為理論變項（個人風險特質、主

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激勵措施）與激勵措施來討論對創新意願之影響；第二次

階層迴歸，則是將知覺行為控制獨立出來，以檢驗創新意願與知覺行為控制，將對

創新行為產生之效果，模型中所存在的因果關係，將能夠透過路徑分析被更清楚地

了解，分析與討論結果如下： 

（一）計畫行為理論各面向及激勵措施對創新意願（量表題）之影響 

根據表 4，模式一的迴歸結果顯示，調整後 R
2為.084，F值為 14.419，顯著性

小於.001，表示整體迴歸模型具有統計意義，能解釋依變項 8.4%左右的總變異量。

個別控制變項方面，顯示年齡及職等對創新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β＝.237，p

＜.001；β＝.112，p＜.05），表示年齡越大、職等越高，其創新意願越高。推測應

該是年齡較大、職等較高的公務人員可能比起年輕、職等較低的公務人員，累積了

不少對政策領域的專業知識、推動經驗以及相關的人脈，所以他們會比較有創新意

願。 

在模式二的迴歸分析中，自變項的位置除了放入控制變項外，也放入個人風險

特質（風險承受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激勵措施等變項，依變項的位置

則同樣放入創新意願。根據表 4，模式二的迴歸結果顯示，調整後 R
2提升至.355，

F值為 34.432，顯著性小於.001，表示整體迴歸模型具有統計意義，能解釋依變項

達 35.5%左右的總變異量。個別自變項方面，風險承受度對創新意願具有正向顯著

影響（β＝.122，p＜.001），表示風險承受度越高者，其創新意願也越高。主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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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創新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β＝.104，p＜.05），表示個人感受到來自組織的推

動力越大，其創新意願越高。此外，知覺行為控制對創新意願也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β＝.364，p＜.001；β＝.195，p＜.001），表示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

者，其創新意願越高。在激勵措施部分，出乎意料地，僅有非財務福利的措施會對

創新意願有顯著影響（β＝.079，p＜.05），表示組織中非財務福利的措施提供地越

多，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會越高。而薪資福利與升遷表揚的類型則呈現沒有顯著的

狀況。由此可知，假設 H1、H2、H3成立，假設 H4則部分成立。 

表 4  計畫行為理論各面向及激勵措施與創新意願（量表題）之階層迴歸分析表 

研究變項 
依變項：創新意願 

模式1 模式2 

控制變項   

性別 -.052 -.032 

年齡 .237*** .260*** 

教育程度 -.022 -.059 

職等 .112* .075* 

公部門服務總年資 -.007 -.076 

自變項   

風險承受度  .122*** 

主觀規範  .104* 

知覺行為控制_自我效能  .364*** 

知覺行為控制_促進條件  .195*** 

激勵措施_薪資福利  -.022 

激勵措施_非財務福利  .079* 

激勵措施_表揚制度  -.030 

   

R2 .091 .366 

Adj- R2 .084 .355 

F值 14.419*** 34.432*** 

△R2 .091 .275 

△F 14.419*** 20.013***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從個人風險特質與組織激勵措施探討公務人員之創新行為—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分析架構 

—19— 

（二）計畫行為理論各面向及激勵措施對創新意願（情境題）之影響 

此外，由於本研究另設計情境題作為輔助，故在依變項創新意願的部分則另以

情境題加以驗證，對比與量表題之差異，階層迴歸結果如下表 5表所示。模式一的

迴歸結果顯示，調整後 R
2為.011，F值為 2.579，顯著性小於.05，表示整體迴歸模

型具有統計意義，能解釋依變項 1.1%左右的總變異量。個別控制變項方面，顯示

職等對創新意願（情境題）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β＝.122，p＜.01），表示職等越高，

其創新意願越高。 

在模式二的迴歸分析中，自變項的位置除了放入控制變項外，也放入個人風險

特質（風險承受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激勵措施等變項，依變項的位置

則同樣放入創新意願（情境題）。模式二的迴歸結果顯示，調整後 R
2提升至.077，

雖然調整後 R
2 能解釋依變項的變異量較低，但顯著性小於.001，表示整體迴歸模

型仍然具有統計意義，可作為參考。在個別自變項方面，風險承受度對創新意願具

有正向顯著影響（β＝.138，p＜.001），表示風險承受度越高者，其創新意願也越高。

此外，知覺行為控制中的自我效能構面對創新意願也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β＝.159，

p＜.001），表示自我效能越高者，其創新意願也越高。 

表 5  計畫行為理論各面向及激勵措施與創新意願（情境題）之階層迴歸分析表 

研究變項 
依變項：創新意願 

模式1 模式2 

控制變項   

性別 -.016 .009 

年齡 .015 .048 

教育程度 -.042 -.059 

職等 .122** .096* 

公部門服務總年資 .009 -.028 

自變項   

風險承受度  .138*** 

主觀規範  .034 

知覺行為控制_自我效能  .159*** 

知覺行為控制_促進條件  .097 

激勵措施_薪資福利  -.009 

激勵措施_非財務福利  .061 

激勵措施_表揚制度  .006 

   



OP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OPAR) No.34 November 2020   空大行政學報  第三十四期  民國 109 年 11 月 

—20— 

R2 .018 .092 

Adj- R2 .011 .077 

F值 2.579* 5.946*** 

△R2 .018 .074 

△F 2.579 3.367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比較表 4與表 5的階層迴歸結果，與表的階層迴歸結果，可發現「風險承受度」

與「知覺行為控制_自我效能」皆對創新意願具有顯著影響，而量表題中對創新意

願具有顯著影響的「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_促進條件」與「激勵措施_非財

務福利制度」，則在情境題的分析中變得不具有顯著影響。 

（三）創新意願（量表題）對創新行為之影響 

根據表 6，模式一的迴歸結果顯示，調整後 R2為.052，F 值為 9.047，顯著性

小於.001，表示整體迴歸模型具有統計意義，能解釋依變項 5.2%左右的總變異量。

控制變項方面，顯示女性相對於男性來說，實際產生的創新行為較少（β＝-.126，

p＜.001）。在模式二的迴歸分析中，自變項的位置除了放入控制變項外，也放入知

覺行為控制與創新意願等變項，依變項則同樣為創新行為。根據表 6中模式二的迴

歸結果顯示，調整後 R2提升至.459，F值為 79.131，顯著性小於.001，整體迴歸模

型能解釋依變項 45.9%左右的總變異量。自變項方面，知覺行為控制與創新意願皆

對創新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分別為 β＝.235，p＜.001；β＝.113，p＜.001；β＝.467，

p＜.001），表示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者以及創新意願越高者，其創新

行為出現的頻率越高，假設 H5、H6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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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創新意願（量表題）與創新行為之階層迴歸分析表 

研究變項 
依變項：創新行為 

模式1 模式2 

控制變項   

性別 -.126*** -.109*** 

年齡 .083 -.033 

教育程度 .025 .018 

職等 .064 -.006 

公部門服務總年資 .079 .052 

自變項   

知覺行為控制_自我效能  .235*** 

知覺行為控制_促進條件  .113*** 

創新意願  .467*** 

   

R2 .058 .464 

Adj- R2 .052 .459 

F值 9.047*** 79.131*** 

△R2 .058 .406 

△F 9.047*** 70.084***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創新意願（情境題）對創新行為之影響 

當將自變項之創新意願改由情境題測量時，表 7的模式二迴歸分析中顯示，調

整後 R
2為 0.335，F值為 46.590，顯著性小於.001，表示整體迴歸模型亦具有統計

意義。在自變項方面，知覺行為控制與創新意願（情境題）皆對創新行為有正向顯

著影響（分別為 β＝.381，p＜.001；β＝.211，p＜.001；β＝.166，p＜.001），表示

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者以及創新意願越高者，其創新行為出現的頻率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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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創新意願（情境題）、知覺行為控制與創新行為之階層迴歸分析表 

研究變項 
依變項：創新行為 

模式1 模式2 

控制變項   

性別 -.126*** -.135*** 

年齡 .083 .062 

教育程度 .025 .003 

職等 .064 .009 

公部門服務總年資 .079 .039 

自變項   

知覺行為控制_自我效能  .381*** 

知覺行為控制_促進條件  .211*** 

創新意願（情境題）  .166*** 

   

R2 .058 .342 

Adj- R2 .052 .335 

F值 9.047*** 46.590*** 

△R2 .058 .284 

△F 9.047*** 37.703***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比較表 6與表 7的階層迴歸結果，可發現即便將創新意願的部分改放入情境題

進行階層迴歸分析，自我效能、促進條件及創新意願等自變項仍對創新行為具有顯

著影響，驗證結果一致。 

（五）路徑結果 

根據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影響公務人員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的因素，包含了內

在個人特質與外在環境的推動力兩個部分，與預期的研究假設相符，有達到顯著的

影響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激勵措施的部分，僅有非財務福利類型的激勵措施對

創新意願有顯著影響，薪資福利與表揚制度則沒有呈現顯著。然而，根據激勵措施

的統計結果（詳請見附錄二）可以發現，政府機關受限於本身之特性，所能夠提供

的激勵措施大都以表揚制度該類型為多，顯示目前政府可能未能提供最適當的激勵

措施，對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並沒有明顯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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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比對量表題（圖 3）及情境題（圖 4）之結果，可發現「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_促進條件」與「激勵措施_非財務福利制度」，在創新意願改放入情境

題後，變得不具有顯著影響。然而，經分析量表題與情境題所分別測量出之創新意

願，發現兩者的相關係數為 0.543，且達顯著（p＝0.000），故可知兩者間為「顯著

中度相關」。因此，情境題的驗證結果雖然與量表題不完全一致，但仍然呈現相類

似的發展方向與模式。本研究認為，兩者之間未產生完全一致的可能原因在於，情

境題的設計比起單純的量表題更符合公務人員在工作時所可能面臨的決策情況，但

做出決定時所須考量的因素卻更加多元，比單純詢問「我想到了不錯的點子，我願

意去說服主管採納我的建議」來得更加具體（Finch, 1987）。同時，給予相同情境，

也能夠降低不同背景的公務人員在思考時可能所想情況皆不相同的問題，讓所有受

試者能夠站在同樣的立場、在同一個擬真的環境下作答，更能夠反映真實情況並加

以比較（Atzmüller & Steiner, 2010）。因此，雖然有三個變項未呈現顯著結果，但

本研究認為情境題測量之建構效度及內容效度應較量表題更佳、更貼近真實。而這

樣的現象也與過去研究結果相呼應，過去確實也發現在公部門中某些組織層次因

素，例如學習成長環境、創新激勵等因素，其實也並非未全部能夠對創新態度與創

新行為達到顯著的影響（李仲彬，2018）。 

 

 

 

 

 

 

 

 
 
 

 

 

 

 

圖 3  路徑分析結果圖Ⅰ（量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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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路徑分析結果圖Ⅱ（情境題）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創新」這個議題雖然在過去已有許多文獻進行討論，但研究場域多半是以私

部門為主，鮮少有以公部門為背景的研究，故本研究嘗試從個人風險特質的角度探

討公務人員的創新行為，並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分析架構，提供公部門的實證結果。

從下表 8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可整理出以下結論： 

表 8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量表題 

驗證結果 

情境題 

驗證結果 

H1：公務人員風險承受度越高，其創新意願越高。 支持 支持 

H2：公務人員感受到來自組織的推動力越大，其創新意願越高。 支持 不支持 

H3：公務人員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其創新意願

越高。 
支持 部分支持 

H4：組織採取的激勵措施越多，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越高。 部分支持 不支持 

H5：公務人員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其創新行為

出現的頻率越高。 
支持 支持 

H6：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越高，其創新行為出現的頻率越高。 支持 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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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風險特質與知覺行為控制是公務人員創新的重要變項 

研究結果顯示，個人風險特質對創新意願有直接效果，對創新行為也有間接效

果，表示公務人員的風險承受度越高，其創新意願與出現創新行為的頻率也越高。

然而，根據敘述統計資料顯示（詳請見附錄二），大部分的公務人員風險承受度之

分布較為保守，表示公務人員具有風險趨避的特質，與文獻結果相符（Buurman, 

Delfgaauw, Dur, & Van den Bossche, 2012）。這樣的結果也間接顯示了人們在工作選

擇上存在「自我選擇機制」的現象，當初會選擇進入公部門服務者多半本身就有偏

好穩定、不愛冒險的個性（Dong, 2017; Pfeifer, 2011）。 

另一方面，知覺行為控制的自我效能與促進條件對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皆有正

向顯著影響，公務人員對個人知覺及行為控制的程度越高，其創新意願越高，創新

行為出現的頻率也越高。其中，自我效能，也就是公務人員對自我能力的主觀評估

比起促進條件對創新意願與創新行為有著更大的影響力。而自我效能感則可以透過

組織建立「實質授權」的作法與文化加以提高。 

（二）主觀規範與非財務福利激勵措施對公務人員創新意願亦有影響 

主觀規範的測量，本研究主要是從機關本身對創新的鼓勵，以及主管對創新的

支持兩個面向進行測量。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對創新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表

示公務人員感受到來自組織的推動力越大，其創新意願越高。而激勵措施的部分，

本研究分為三種類型進行研究：薪資福利制度、非財務福利制度與升遷表揚制度，

結果發現僅有非財務福利類型的激勵措施（給予公假、獲得其他教育訓練機會）對

創新意願有顯著影響，薪資福利與升遷表揚的類型則呈現沒有顯著的狀況；而當創

新意願採用情境式問項測量時，三者皆未達顯著影響。這樣的發現與過去研究不謀

而合（李仲彬，2018），都證實了一個管理上的問題，那就是大部分的激勵措施恐

怕對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都難以產生實質的效果。 

除此之外，根據本研究的資料顯示，有高達 87.4%的受訪者表示其組織沒有非

財務福利這類型的激勵措施，政府機關所提供的激勵措施也大都僅以「表揚」為主，

以行政獎勵最多、主管口頭上的讚賞及公開表揚次之。這樣的結果也顯示政府內部

管理「先天不良」的問題，無法提供最有效的激勵措施來激勵公務人員創新。 

在所有的激勵措施中，僅有非財務福利類型的激勵措施對創新呈現稍微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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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主要原因可能在於非財務福利類型中的教育訓練具有一個特性，那就是提供

公務人員離開熟悉的環境、接受外界刺激的一個機會。大部分的公務人員每天上班

幾乎都在處理熟悉的例行公事，並且接觸同樣的一群人，這樣的工作環境雖然能夠

訓練專業，但也容易培養「慣性」；但透過教育訓練，則可以讓公務人員感受機關

外的變化，學習新知，並且從廣泛接觸中獲得靈感，發揮創意。至於，其他兩種類

型沒有顯著的原因，本研究推測可能與 Borins（2001）所說的不對稱激勵措施有關，

創新政策失敗的風險往往大過於政策成功所能獲得的獎勵，而這些獎勵大多是以薪

資福利類型與升遷表揚類型為主，如獎金、禮券、記功等等，這都很難對本身風險

承受度較低且薪水已有一定水平的公務人員產生誘因效果。 

二、實務建議 

（一）降低創新風險、建立容忍失敗的制度與文化 

本研究的發現：「個人特質」對於創新意願及行為的提升與解釋力，比「組織

層次的變項」更加有效，乍看之下有些令人無奈，因為一個人的風險特質（是較為

保守還是願意創新的個性）在成年後會逐漸定型，不易被大幅度地改變。因此，論

者可能認為既然風險承受度無法被提高，也就很難提高創新的意願及行為。但換個

角度想，不能提高一個人的風險承受度，我們能不能降低政府創新環境及過程中的

風險呢？ 

對於保守的人來說，提供更大的誘因（無論金錢或是其他誘因）鼓勵他們去做

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往往效果不彰，因為他們其實更在乎「失敗的機率與失敗所帶

來的影響」，但對於「成功可能帶來更高的回報」卻不甚在意。心理學家 Kahneman

和 Tversky（2000; 2013）兩人所提出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也已證明，

一般人對於損失（相較於得利）會更加敏感，而個性保守的人在此差異上則會更加

明顯。因此，倘若我們已經知道公務人員整體來說在風險特質上趨向保守（如本研

究及過去研究顯示），組織在推動創新或變革時，反而應該要逆向思考，不是從「提

高誘因」著手，而是從「降低創新風險」的角度出發，提供公務人員充分的資源與

資訊，以降低創新過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 

同時，也應該建立一種「莫以成敗論英雄」、「只要勇於嘗試就能獲得肯定（無

論實質考績優良或任何其他方式的表揚）」的制度與氛圍。精神層面部分，需仰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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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直屬主管對於創新的支持與鼓勵，以及同仁之間良好的人際互動與互助合

作；實質層面部分，政府機關對於創新的評估，不能只關注在成功的創新成果，也

應重視創新的投入與過程；倘若政府機關能開始培養容忍失敗的組織文化，長遠來

看，應能降低公務人員對創新失敗的恐懼，使其與激勵措施共同發揮效果。如此，

對於鼓勵本身較為保守的公務人員勇於創新，將能夠起到更有效的作用，政府在精

進管理作為上仍有相當大的著力空間。 

（二）改善不對稱激勵措施問題、創新必須找對對象 

與私部門研究結果不同的是，公部門中對鼓勵創新的研究，大部分都發現激勵

措施無法對公務人員的創新意願產生效果，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公部門存在「不對稱

的激勵」的問題（Borins, 2001; 李仲彬，2018）。創新不一定成功，是人所皆知的

道理，但對公務人員而言，投入心力追求創新，倘若成功的話，大概也只會換來考

績甲等、長官口頭讚賞、或未來升遷時的一個良好口碑或印象。考績甲等因為本來

比例就高，能夠產生的激勵效果有限；而後兩者，則更是難以在短時間內顯現具體

效果的激勵。然而，倘若創新失敗，輕則面臨一段時間的投入與努力皆白費，重則

還有可能遭受民眾批評或組織給予懲罰的風險，因此在激勵上出現不對稱的問題，

對公部門鼓勵創新產生不利的影響。除此之外，公部門本質上屬於一種壟斷企業，

在缺乏明確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不創新似乎也不會立即遭致失敗；同時，政府機關

平日即被嚴格要求須「依法行政」，不得逾越法律的規範，但是，法律往往走在社

會發展的腳步之後，無法及時因應快速變化的問題與現象，因此「依法行政」這個

概念本身就與創新多所牴觸。上述種種限制皆實際上束縛了政府及公務人員的創新

行為，也因此導致了激勵措施效果不顯著的情況。 

生活中經常聽到類似的話來描述「找錯對象、用錯方法」的情況：「與其費盡

心力逼一隻大象去爬樹，還不如找一隻猴子來……。」本研究的發現：「個人特質

（包含風險承受度及自我效能）對於創新意願及行為的提升與解釋力，比組織層次

的激勵措施更加有效」，其實某種程度回應了這句話的意涵。在鼓勵創新這件事情

上，或許證據已經說明了「無論組織對創新的推力再怎麼加強，也沒有成員本身就

具備創新的特質來得有用」；再加上前面已經談過，公部門中本身的激勵措施相當

有限的問題，就使得這個發現更加合理。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除了仍應該努力應

創造有利於創新的工作環境與氛圍，降低成員面對創新時的風險外，更應該在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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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分工與指派前，就能夠明確辨識出組織中具創新及風險承擔特質的公務人員，

並且透過訓練與充分授權（empower）等方式，使其更有能力、信心與勇氣去從事

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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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變項測量與操作化 

變項 問卷問項 測量方式 參考來源 

個人風險特質 

請評估在下列各狀況中，您會做出何種選擇？ 

讓受訪者

在 AB 兩

種工作中

進 行 選

擇，並根據

五題填答

結果，給予

分數以判

斷其風險

承受度的

高低。 

美國國家青

年長期調查

資 料 庫

（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 

A 工作可以保障您現在的薪水。 

B 工作有 50%的機會可以拿到現在工作兩倍的薪

水，但也有 50%的機會減少您現在薪水的 10%。 

A 工作可以保障您現在的薪水。 

B 工作有 50%的機會可以拿到現在工作兩倍的薪

水，但也有 50%的機會減少您現在薪水的 20%。 

A 工作可以保障您現在的薪水。 

B 工作有 50%的機會可以拿到現在工作兩倍的薪

水，但也有 50%的機會減少您現在薪水的 33%。 

A 工作可以保障您現在的薪水。 

B 工作有 50%的機會可以拿到現在工作兩倍的薪

水，但也有 50%的機會減少您現在薪水的 50%。 

A 工作可以保障您現在的薪水。 

B 工作有 50%的機會可以拿到現在工作兩倍的薪

水，但也有 50%的機會減少您現在薪水的 70%。 

主觀規範 

我的機關能夠提供誘因鼓勵創新的構想。 
Likert 

六點尺 

度衡量 

邱皓政、陳

燕禎、林碧

芳（2009） 

我的機關鼓勵嘗試與做中學習的精神。 

我的主管會支持我在工作上的創意。 

變項 構面 問卷問項 測量方式 參考來源 

知覺

行為

控制 

自我

效能 

我經常告訴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Likert 

五點尺 

度衡量 

Wong & 

Law (2002); 

Hassan & 

Hatmaker 

(2015);  

王妙伶、潘

麗（2013） 

我能夠依工作職掌所規定的內容完成工作。 

我能夠完成上司所指派的任務。 

我感覺知識很久沒有更新了，對自身能力沒有足夠

自信。（反向題） 

促進

條件 

我的工作內容讓我有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Likert 

六點尺 

度衡量 

邱皓政、陳

燕禎、林碧

芳（2009） 

我的機關會提供充分的進修與學習機會。 

我的機關重視資訊蒐集與新知交流。 

工作中的規範使我難以做我認為應該做的事。（反向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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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構面 問卷問項 測量方式 參考來源 

激勵

措施 

  請問你的組織是否有採取以下

措施獎勵公務員創新？（可複

選） 

以複選題的 

方式測量 

李娸維、高瑞

新、廖翊雅、

劉文宏（2010） 

薪資福利制度 

獎金 

禮券 

獎品 

非財務福利制度 
給予公假 

獲得其他的教育訓練機會 

表揚制度 

主管口頭上的讚賞 

公開表揚 

行政獎勵（例如：記功、嘉獎）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以上皆無 

創新

意願 

創新構想的產生意願 
我願意去學習新知，來增加創

新想法出現的可能性。 

Likert 

六點尺度衡量 
Janssen（2000） 

創新構想的提倡意願 

我願意提出建言，來促使機關

的改善。 

如果我想到了不錯的點子，我

願意去說服主管採納我的建

議。 

創新構想的實踐意願 

我願意去執行在其他機關已經

很有成效的政策。 

即便有失敗的可能性，我也願

意去嘗試過去機關單位沒做過

的事。 

創新

行為 

創新構想的探索 
我會去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得更

好。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 

Jong與 Hartog

（2010） 

創新構想的產生 
我會提出有別於以往的解決方

法，來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創新構想的提倡 
我會讓機關中的重要成員對我

的新構想產生興趣。 

創新構想的實踐 
我會去評估我在工作上的新構

想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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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問卷問項 選項 測量方式 參考來源 

創新意願

情境題 

假設目前有一種新的

道路鋪工法叫做「環

保道路」，可以達到儲

水、防災、降溫等生

態永續的功能，且損

壞率又低，長期下來

可省許多維修成本。

但「環保道路」的造

價高，且全面推廣的

話，可能會嚴重衝擊

傳統上下游產業的相

關利益。而您所屬機

關過去一直以來大多

採用「最低價得標」，

如此一來，可能會導

致造價較高的「環保

道路」無法推行。如

果您是相關工程的承

辦人員，在公告招標

前您會怎麼做？ 

1. 繼續採用最低價標，因

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做。 

Likert五點尺

度衡量 

本研究改

編自魚凱

（2016）

海綿道路

案例 

2. 繼續採用最低價標，雖

然新工法很好但採用最

低價標比較不會被質疑

圖利特定廠商。 

3. 繼續採用最低價標，但

我會透漏一些環保道路

的資訊，讓機關首長知

道。 

4. 我會盡可能去說服機關

首長採用最有利標，增

加新工法得標的機會。 

5. 我會強烈地去說服機關

首長採用最有利標，增

加新工法得標的機會，

並建議首長要慎選公正

客觀評選委員、妥適訂

定評選項目。 

6. 其他 1（請說明）：

____________ 

                                                                                                                                    

1
 在 758份樣本中，有 17份樣本填答情境題的「6.其他」。經由本研究人工判讀這 17個回答，認為有

5個回答，可以重新編碼至「4.我會盡可能去說服機關首長採用最有利標，增加新工法得標的機會」。

其餘 12份樣本，因無法歸類至五個選項中的任何一個，則在後續分析上僅能視作遺漏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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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個人風險特質與激勵措施之敘述統計 

 個人風險特質—二選一式情境測量題組敘述統計 

 50%機會

減少薪水

的 10% 

50%機會

減少薪水

的 20% 

50%機會

減少薪水

的 33% 

50%機會

減少薪水

的 50% 

50%機會

減少薪水

的 70% 

風險 

承受度 

個數 有效

百分

比 

總數 

量表 

類型 

B B B B B 6 26 3.5% 749 

B B B B A 5 16 2.1% 

B B B A A 4 125 16.7% 

B B A A A 3 276 36.8% 

B A A A A 2 118 15.8% 

A A A A A 1 188 25.1% 

混合 

類型 

B A A B A 1  9 

A A B A A 3  

B A B A B 1  

A B A B A 1  

遺漏值 3  

 

激勵措施敘述統計 

構面 組織中有的措施種類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編碼過程 

薪資福利制度

（獎金、禮券、

獎品） 

完全沒有 554 73.4% 將原本編碼都為 0 和 1

的獎金、禮券與獎品，

三者進行加總，編碼數

值範圍為 0到 3。 

有其中一種 157 20.8% 

有其中兩種 34 4.5% 

三者皆有 10 1.3% 

總數 755 100.0% 

非財務福利制

度（給予公假、

其他教育訓練

機會） 

完全沒有 660 87.4% 將原本編碼都為 0 和 1

的給予公假、其他教育

訓練機會進行加總，編

碼數值範圍為 0到 2。 

有其中一種 88 11.7% 

兩者皆有 7 0.9% 

總數 755 100.0% 

表揚制度（主管

口頭讚賞、公開

表揚、行政獎

勵） 

完全沒有 152 20.1% 將原本編碼都為 0 和 1

的主管口頭讚賞、公開

表揚、行政獎勵，三者

進行加總，編碼數值範

圍為 0到 3。 

有其中一種 281 37.2% 

有其中兩種 200 26.5% 

三者皆有 122 16.2% 

總數 75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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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效度分析結果 

變項 題目 因素負荷量 信度 因素分析 

主觀

規範 

我的機關能夠提供誘因鼓勵創新的構想。 0.901 

0.844 

KMO=0.691 

Bartlett的球

形檢定顯著

性.000  

解釋變異量

=76.531% 

我的機關鼓勵嘗試與做中學習的精神。 0.91 

我的主管會支持我在工作上的創意。 0.81 

變項 題目 
因素負荷量 

信度 因素分析 
因素一 因素二 

知覺2

行為

控制 

我經常告訴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0.649 0.16 

0.731 
KMO=0.664 

Bartlett的球

形檢定顯著

性.000  

解釋變異量

=61.390% 

我能夠依工作職掌所規定的內容完成工作。 0.898 0.018 

我能夠完成上司所指派的任務。 0.905 0.053 

我的工作內容讓我有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0.177 0.755 

0.714 

我的機關會提供充分的進修與學習機會。 0.137 0.786 

我的機關重視資訊蒐集與新知交流。 0.128 0.838 

工作中的規範使我難以做我認為應該做的

事。（反向題） 
-0.068 0.51 

創新

意願 

我願意去學習新知，來增加創新想法出現的

可能性。 
0.713 

0.829 

KMO=0.817 

Bartlett的球

形檢定顯著

性.000 解釋

變異量

=59.533% 

我願意提出建言，來促使機關的改善。 0.816 

如果我想到了不錯的點子，我願意去說服主

管採納我的建議。 
0.856 

我願意去執行在其他機關已經很有成效的

政策。 
0.694 

即便有失敗的可能性，我也願意去嘗試過去

機關單位沒做過的事。 
0.766 

創新

行為 

我會去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0.760 

0.846 

KMO=0.789 

Bartlett的球

形檢定顯著

性.000  

解釋變異量

=68.662% 

我會提出有別於以往的解決方法，來解決工

作上的問題。 
0.853 

我會讓機關中的重要成員對我的新構想產

生興趣。 
0.834 

我會去評估我在工作上的新構想的成效。 0.864 

 

                                                                                                                                    

2
 「我感覺知識很久沒有更新了，對自身能力沒有足夠自信。（反向題）」，這一題由於因素負荷量低於

0.4無法被歸類在這兩個因素中，故決定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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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共線性分析結果 

迴歸模型使用之自變項共線性分析結果 

變項 VIF 

公部門服務總年資 3.87 

年齡 3.21 

主觀規範 3.01 

知覺行為控制_促進條件 2.94 

職等 1.56 

教育程度 1.27 

激勵措施_表揚制度 1.21 

性別 1.16 

風險承受度 1.11 

知覺行為控制_自我效能 1.10 

激勵措施_薪資福利 1.10 

激勵措施_非財務福利 1.09 

* 經分析，模型中使用之變項共線性較高者為「年資」與「年齡」，但

VIF值皆未超過 5，共線情形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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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Civil Servants’ Innovative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Risk Propens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 

Measures –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Hsiang-Kai Dong
*
, Ting-An Yang

**
 

Abstract 

“Innovation” is a positive and an attractive word; most people do not openly 

reject it. However, since innovation is usually correlated with risk and uncertainty, huge 

differences exist when it comes to willing to accept innov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people’s willingness to accept innovation are individuals’ risk 

propens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 measures. Although the topic of “innov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only few studies focused on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behaviors of the 

public servants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use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pproach based on sex and rank to 

conduct a survey research on our public servants. We distributed 1130 questionnaires 

and successfully collected 758 valid response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was 67.1%. This 

study measured innovation tendency using both “traditional question sets” and the 

“vignette (scenario) ques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question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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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risk propensity, subjective norm, self-efficacy, facilitative conditions, and 

non-financial incentives demonstrated positive impacts on public servants’ innovation 

tendency. However, in the vignette question measures, only risk propensity and 

self-efficacy had positive impacts. We believed that the vignette technique was a better 

way to measure innovation tendency since it provided a simulated situation for the 

public servants to make decisions. Also, we found that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organizational-level factor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tendency and 

behaviors. We argu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endeavor to form a 

pro-innovative work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but also need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risk-accepting and innovative public servants before assigning innovation- 

oriented jobs and missions. Through effective empowerment and training, the public 

servants then would acquire the abilities and confidence to generate more innovative 

behaviors. 

Keywords: innovation tendency, risk propensity, incentive measure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vignette (scenario)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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